
【摘要】 本文在媒介权力理论框架下，探讨互联网使用在同居观念代际

差异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新生代青年群体的同居观念开放程度明显

高于传统世代，互联网的使用方式和频率是导致这种差异的重要中介机

制。相比于传统世代，新生代更倾向于以互联网为获取信息的主要媒介，互

联网带来的多元化信息使其对婚前同居持更加包容的态度，互联网使用方

式的影响要强于使用频率的影响。

【关键词】互联网 同居观念 新生代 传统世代

一、问题提出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国家相继进入了第二次人口转型，关于性别角色、婚姻家庭的

非传统行为逐渐被社会接受，具体表现为初婚年龄推迟、同居和非婚生育增多等［1］。与此

类似，近年来我国也出现了第二次人口转型的一些特征，民政部的调查显示，2019年中国的

结婚率为6.6‰，降至自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与此相伴的是同居率的上升［3］。

同居现象的普及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

讨，包括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探讨我国同居现象普及的原因［4］，从同居与婚姻的关系

出发探讨婚前同居对初婚风险［5］和婚姻质量［6］的影响，以及从个体角度出发研究个体

婚前同居的心理状况及同居实践［7］。社会上任何新的行为模式的流行都与和该行为有

关的积极态度的扩散有关，因此除了对同居现象这一社会事实的关注外，对同居观念的探

讨也十分必要。

目前学界对同居观念的代际差异做出了基本判断，即出生于改革开放后的青年群体同

居观念更加开放［8］，但是却没有解释为何青年群体的同居观念会更加开放以及大众媒介特

别是新媒体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特别在当今社会，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已经对个体的日

常生活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因此，本文将互联网使用纳入研究视野，在媒介权力的理

论框架下分析互联网的使用情况对代际间同居观念差异产生的影响机制，以期丰富对同

居观念代际差异的解释维度，也为理解我国新时期婚姻家庭结构的变化提供经验参考。

媒介权力视角下同居观念的代际差异

贾舞阳 李路路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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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同居观念的变迁及影响因素

社会对同居现象的接纳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起初，同居作为一

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并不为主流社会所接纳。后来，随着同居现象逐渐扩散，它作为一种婚前的

试婚形式而被更多的人接受，并逐渐演变为婚姻的另一种选择。最终，同居变得和婚姻同等重

要而没有实质区别［9］。在西方，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基本需求的满足，个体更多地关注诸如

个人成就、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求，从而提高了个体对伴侣关系质量的期望，人们更愿意将同

居作为一段试验期，希望借此提高“最佳匹配”的可能性［10］。同时，对更高消费水平的追求推迟

了年轻人步入婚姻、组建家庭的时间。高昂的生育成本、女性放弃工作的代价以及育儿花销的

提升则使更多个体对传统的婚姻家庭模式望而却步，转而更加青睐同居［11］。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一场“性革命”［12］。这场变革带来了禁欲主义在中国文化中的隐

退，社会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日趋宽容，个体的性观念也愈加开放［13］。性观念的开放为大众同

居观念的转变打下了基础，而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当青年群体受教育水平越高，对同居行为

的接受程度也越高［14］。刘汶蓉指出，现代性、后物质主义、个体主义价值观念的增长以及社会

文化和国家制度的变迁都对同居观念的开放产生正向效应［15］。於嘉和谢宇用发展范式来理解

我国同居观念的变迁，认为当我国民众了解到同居现象在发达国家越来越普遍时，便会将其视

为一种现代的家庭形式加以认可，并在观念上逐渐接受［16］。改革开放大潮带来了与传统伦理

规范相左的新观念，新生代群体对这些现象（婚前同居、同性恋等）往往更加宽容［17］。

以往研究对于同居现象的增长和同居观念的开放做出了有益探索，并且注意到了同居观

念在我国显现的群体差异。但是没有解释这种差异产生的机制［18］。当今社会，新媒体的使用

使中国社会价值观发生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并且催化了价值观的多元化变革［19］。因此，传

播媒介特别是互联网这种新媒体的使用对同居观念的影响值得我们探讨。

（二）研究框架

本文试图拓展现有的分析视角，在媒介权力的理论框架下，探讨互联网使用在同居观念

代际差异中发挥的作用。曼纽尔·卡斯特提出“媒介即权力”，他认为传播媒介可以塑造公

众认知、建构客观世界和社会现实、改变人们对外界的看法［20］。由此，媒介权力可以理解为大

众传媒对个人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力。这种权力并非是一种需要通过强制的暴力手段来推行

的权力，而是一种可以凭借非强制方式，在行动者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实现的“温和的暴力”［21］。

因此，媒介权力往往通过“符号暴力”和“温和暴力”建构社会现实，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发生作

用，对个体的行动和情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22］。互联网改变了传统媒介需经过“把关人”筛

选才能发布信息的传播模式，给传统媒介中的“把关人”角色带来了挑战。这一转变稀释了传

统媒介垄断符号资源的优势，并不断瓦解着媒介权威的中心化地位［23］。互联网为性的公开讨

论、性的社会情感的形成提供了平台，让个体看到那些“与我们不同的性存在”［24］。

综上，提出如下框架：出生年代的差异会带来互联网使用情况的差异，年轻世代作为互联网

的“原住民”，经常接触互联网，更容易接受互联网在潜移默化之中为其构建的社会现实，会在互

联网的温和规训下对日常生活中不甚常见的同居现象习以为常，从而对同居也会持较为宽容的

态度；同样，当个体以互联网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时，更易了解到还未被主流价值观广泛接受

的婚姻家庭形式，也更容易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接受同居这种相处方式。两种因素结合，便意

味着那些不经常接触互联网或以其他传统媒介为信息主要来源的群体同居观念更加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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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介绍

本文的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年和2015年两期的调查。由于最新发

布的CGSS2017年数据没有中国居民对同居行为看法的调查，所以本研究选取了2015年的数据

进行分析。考虑到1950年以前出生的群体在互联网使用和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频率都不高，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1950年及以后出生的群体。删除有缺失值和极值的样本后，最终得到两次

调查合计的样本共13 643个，其中2005年样本6567个，2015年样本7076个。

（二）主要来源

因变量同居观念用问卷中“未婚同居是个人行为，他人不应该指责”这一问题进行测量，选

项从1到5分别代表了从“完全同意”到“完全不同意”，将“完全不同意”和“不太同意”设置为0，

表示受访者反对未婚同居，其他设置为1，表示受访者不反对同居，也表示其同居观念更开放。

世代是核心自变量，采用两种划分方式：以十年为单位来划分不同世代，分别为“90后”“80

后”“70后”“60后”和“50后”，其中2005年数据未涉及“90后”样本，该群体样本仅出现在2015年

的数据中；通过重要历史事件对不同世代进行划分，目前被学界广泛认同的是对新生代和非新

生代的划分，这种区分以1980年为分割点，将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成长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群

体称为新生代［25］，与之相对的是传统世代。同时，学者根据群体对新媒体采纳、使用和知识方

面的差距，将其分为E世代（包括“80后”“90后”“00后”）和传统世代（包括“70后”“60后”和“50

后”）［26］。因而，本文以1980年为界将研究对象划分为新生代和传统世代，以此来反映社会变迁

因素在代际价值观差异中的作用，并呼应互联网在我国的发展趋势。

互联网的使用情况是中介变量，通过两个问题来测量：一是“过去一年，您对以下媒体（互

联网包括手机上网）的使用情况是”，将“经常”和“非常频繁”设定为1，其他设定为0；二是“在以

上媒体中，哪个是您最主要的信息来源”，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上

网）”“手机定制消息”6个选项，把以“互联网（手机上网）”为主要信息来源设置为1，其他设置为

0（此问题仅出现在2015年的数据中）。

主要的控制变量如下：地区，类别变量，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以东部地区为参照；居住

类型，包括城市居住和农村居住，城市居住＝1；社区环境，以“您和邻居、街坊或同村其他居民

互相之间的熟悉程度”来测量，将回答“非常熟悉”和“比较熟悉”的被访者归为“熟人社区”，其

他归为“非熟人社区”，熟人社区＝1。个体层面的变量包括性别（男性＝1）、婚姻状况（将处于婚

姻关系中的群体定义为在婚群体，在婚＝1）、政治面貌（党员＝1）、个人年总收入（对数）、本人教

育水平（年）、本人职业类型（包括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普通劳动者、全职务农人员和无业人

员，以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为参照）、父亲受教育水平（年）、母亲受教育水平（年）。在混合数据

中还控制了时期，以2005年为参照。对上述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

地区

东部

中部

混合数据（N＝13643）

均值/比例

42.76%

35.90%

标准差/样本量

5834

4898

2005年（N＝6567）

均值/比例

46.35%

31.20%

标准差/样本量

3044

2049

2015年（N＝7076）

均值/比例

39.43%

40.26%

标准差/样本量

2790

2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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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西部

城市居住

熟人社区

男性

在婚

党员

本人受教育年限

本人年收入（对数）

职业类型

管理与技术人员

普通工作人员

务农

无业

父亲受教育年限

母亲受教育年限

代际

“90后”

“80后”

“70后”

“60后”

“50后”

经常使用互联网

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

混合数据（N＝13643）

均值/比例

21.34%

60.24%

86.46%

48.01%

82.27%

9.10%

8.60

8.36

8.74%

40.58%

35.83%

24.85%

5.40

3.68

5.58%

15.72%

24.71%

29.67%

24.33%

27.94%

/

标准差/样本量

2911

8219

11796

6550

11224

1241

4.19

3.02

1192

5537

3524

3390

4.59

4.31

761

2144

3371

4048

3319

3812

/

2005年（N＝6567）

均值/比例

22.45%

61.14%

88.55%

48.44%

84.25%

8.95%

7.74

8.38

7.49%

45.53%

30.68%

16.29%

5.78

3.78

/

13.70%

27.65%

33.49%

25.16%

14.69%

/

标准差/样本量

1471

4015

5815

3181

5533

588

3.91

6567

492

2990

2015

1070

4.55

4.32

/

900

1816

2199

1652

965

/

2015年（N＝7076）

均值/比例

20.31%

59.41%

84.53%

47.61%

80.43%

9.23%

9.41

8.34

9.89%

35.99%

21.33%

32.79%

5.06

3.58

10.75%

17.58%

21.98%

26.13%

23.56%

40.23%

33.66%

标准差/样本量

1437

40.59

5981

3369

5691

653

4.28

7076

700

2547

1509

2320

4.60

4.30

761

1244

1555

1849

1667

2847

2381

（三）研究方法

根据因变量的类型，本文采用logistic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并以两种方式来验证互联网使

用对同居观念的中介机制。方法一：基于logistic模型，在自变量对因变量和中介变量都有显著

效应的前提下，跨模型比较自变量的系数在加入中介变量后的变化，若在加入中介变量后，自

变量的系数不再显著或虽然显著但绝对值有所下降，则说明存在中介效应。为避免“混杂效

应”和“标尺改变效应”的影响，本文通过“y*标准化”的方法来比较同一样本内不同模型之间的

系数［27］。方法二：为了更加直观地了解互联网使用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代际间同居观念的差

异，采用KHB方法对互联网使用情况的中介作用进行效应分解［28］。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同居观念的代际差异

表2呈现了2005年和2015年同居观念的代际差异。由于2005年的调查没有收集“90后”

样本，为了方便比较，本文统一选取了两期调查都具有的“80后”“70后”“60后”“50后”4个世代

的样本进入模型，并以“80后”为参照项对各世代同居观念的差异进行考察。结果显示，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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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其他变量后，2005年“70后”与“80后”的同居观念没有显著差别，此发现与以往的研究相

符合［29］；但是这一情况在2015年发生了改变，模型2显示，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70后”对婚

前同居持包容态度的发生比比“80后”低约35%（1－e－0.430），说明历经十年之后，“70后”的同居

观念与“80后”相比从没有差别到变得更加保守，也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代际间的同居观念差

异在不断拉大。在混合数据中，“70后”的同居观念包容程度显著低于“80后”群体，说明两代群

体的同居观念存在显著差异。模型3还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时期系数虽然为正但却不

显著，说明整体来看，从“50后”到“80后”的4个世代群体，其同居观念在这十年中没有明显变

化，这一发现与以往研究对青年同居观念十年变化的判定相一致［30］。

表2 不同时期同居观念的代际差异（logistic模型）

地区（参照：东部）

中部

西部

城市居住

熟人社区

男性

在婚

党员

教育程度

年收入（对数）

父亲教育程度

母亲教育程度

职业（参照：管理与技术人员）

普通工作者

务农

无业

代际（参照：“80后”）

“70后”

“60后”

“50后”

2015年

截点

Log Likelihood

pseudo R2

样本量

注：* p < 0.05，** p < 0.01，*** p < 0.001。

模型1：2005年

Coef.

－0.207**

－0.294***

0.410***

－0.263**

0.273***

－0.136

－0.293**

0.016

0.054***

0.019*

0.012

0.246*

0.053

0.075

－0.097

－0.429***

－0.563***

－0.298

－4285.87

0.056

6567

S.E.

0.061

0.068

0.089

0.087

0.054

0.094

0.096

0.009

0.016

0.008

0.008

0.108

0.137

0.128

0.105

0.108

0.113

0.234

模型2：2015年

Coef.

－0.204**

－0.491***

0.353***

－0.135

0.269***

－0.188*

－0.145

0.016

－0.0008

0.003

0.015

－0.019

－0.090

－0.128

－0.430***

－0.575***

－0.798***

0.536**

－4148.12

0.052

6315

S.E.

0.062

0.077

0.067

0.081

0.056

0.082

0.096

0.009

0.009

0.008

0.009

0.101

0.122

0.113

0.084

0.085

0.095

0.201

模型3：混合样本

Coef.

－0.200***

－0.381***

0.377***

－0.197***

0.270***

－0.132*

－0.222**

0.017**

0.010

0.012*

0.014*

0.115

－0.064

－0.052

－0.257***

－0.498***

－0.662***

0.079

0.263

－8453.02

0.052

12882

S.E.

0.043

0.050

0.053

0.059

0.039

0.059

0.068

0.012

0.008

0.006

0.006

0.073

0.090

0.083

0.063

0.063

0.068

0.040

0.148

（二）互联网使用情况的代际差异

表3中模型1和模型2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较于“80后”群体，年长世代频繁

使用互联网的发生比都更低，并且这种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以“70后”与“80后”的差距

为例，在2005年，该群体频繁使用互联网的发生比比“80后”群体低约55%（1－e－0.799），而到了

2015年，这一差距增加至68%（1－e－1.154）。这一结果说明，不同代际之间互联网使用上一直存

在“数字鸿沟”［31］，并且有不断加深的趋势。年轻世代在成长过程中便接触到互联网，与互联网

有着天然的亲和性，其价值观念更容易受到互联网的影响，也更容易在潜移默化当中认可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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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为其构建的生活世界。同时，模型3显示，互联网的使用频率的差异存在时期效应。

表3 互联网使用情况的代际差异（logistic模型）

代际（参照：“80后”）

“70后”

“60后”

“50后”

2015年

控制变量

截点

Log Likelihood

pseudo R2

样本量

注：* p < 0.05，** p < 0.01，*** p < 0.001。

使用频率

模型1：2005年

Coef.

－0.799***

－1.237***

－1.460***

已控制

－4.950***

－1689.41

0.384

6567

S.E.

0.149

0.165

0.183

0.403

模型2：2015年

Coef.

－1.154***

－1.896***

－2.503***

已控制

－2.191***

－2326.72

0.428

6315

S.E.

0.106

0.110

0.137

0.305

模型3：混合样本

Coef.

－1.120***

－1.749***

－2.250***

1.500***

已控制

－3.750***

－4069.14

0.431

12882

S.E.

0.082

0.088

0.105

0.065

0.221

使用方式

模型4：2015年

Coef.

－1.033***

－1.909***

－2.639***

已控制

－2.339***

－2265.21

0.392

6315

S.E.

0.099

0.108

0.146

0.304

（三）互联网使用情况的中介机制检验

本文首先采用第一种方法对互联网使用对同居观念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我们将“80

后”和“90后”合并为“新生代”，其他代际合并为“传统世代”，将该变量作为一个虚拟变量纳入

模型。表4中，模型1是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较于传

统世代，新生代没有对他人未婚同居行为持明确反对态度的发生比增加约79%（e0.583 －1）。

模型2和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了互联网使用频率变量和获取信息主要来源，模

型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互联网媒介对同居观念的开放程度有显著效应，经常使用互联

网的群体比不经常接触互联网的群体对婚前同居行为持包容态度的发生比上升约 66%

（e0.504－1），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群体比不主要依靠互联网获取信息的群体对婚前同

居持包容态度的发生比上升约67%（e0.511－1）。并且，互联网变量的加入使得代际对同居观

念的影响也发生了变化，不同世代间同居观念的差异依旧明显，但是通过“y*标准化”的方法

重新计算了各自变量的系数后发现，核心自变量的系数由原来的0.304分别下降至0.224和

0.220，模型4在同时加入两个变量后，代际的系数进一步下降至0.201，说明不同代际对同居

观念的影响部分是以互联网使用频率和互联网使用方式为中介机制实现的。

表4 互联网使用与同居观念的logistic模型分析结果

新生代

经常使用互联网

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

控制变量

截点

pseudo R2

样本量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模型1

Coef.

0.583***

已控制

0.077

0.061

7076

S.E.

0.007

0.182

模型2

Coef.

0.430***

0.504***

已控制

－0.004

0.066

7076

S.E.

0.072

0.069

0.183

模型3

Coef.

0.424***

0.511***

已控制

－0.016

0.066

7076

S.E.

0.072

0.070

0.183

模型4

Coef.

0.387***

0.316***

0.323***

已控制

－0.033

0.068

7076

S.E.

0.074

0.086

0.087

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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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KHB方法对中介变量的效应进行了分解（见表5）。2015年的数据显示，在分别纳

入互联网使用频率和使用方式两个变量后，代际对同居观念的直接效应皆有明显下降，互联网

使用频率对总效应的单独贡献率达到了26.37%，互联网使用方式的贡献率则达到了27.75%。

而当同时纳入两个中介变量后，两个变量总共解释了总效应的34.05%，其中使用频率解释了

16.47%，使用方式解释了17.58%，使用方式的贡献要大于使用频率。同理可得对2005年数据和

混合数据的推论。据此得出结论：互联网的使用情况是导致代际间同居观念差异的重要中介

机制，由于新生代互联网使用频率更加频繁且倾向于以互联网为获取信息的主要媒介，所以价

值观受互联网的影响更大，对新的社会现象接纳程度更高，因此相比于传统世代，新生代对待

婚前同居的态度更加开放和包容。

表5 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同居观念中介效应的KHB检验

2015年

2005年

混合样本

注：* p < 0.05，** p < 0.01，*** p < 0.001。

使用频率

使用方式

总模型

使用频率

使用频率

总效应

0.584***

（0.069）

0.587***

（0.069）

0.586***

（0.070）

0.299**

（0.101）

0.463***

（0.055）

直接效应

0.430***

（0.072）

0.424***

（0.073）

0.387***

（0.073）

0.232*

（0.101）

0.320***

（0.057）

间接效应

0.154***

（0.022）

0.163***

（0.023）

0.199***

（0.026）

0.067***

（0.014）

0.142***

（0.016）

单独贡献率

26.37%

27.75%

——

22.42%

30.84%

共同献率

16.47%

17.58%

34.05%

——

——

五、结论与讨论

首先，年长世代比年轻世代的同居观念更加保守，且两者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在2005

年，“70后”“80后”的同居观念尚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到了2015年，“80后”的同居观念比“70

后”更加开放。这是因为互联网对两代人同居观念影响的差异在不断扩大，这种差异所带来的

累积效应使两代人同居观念的区别从不显著变得显著。在2005至2015十年间，居民的同居观

念并没有发生显著改变。这是因为虽然新生代的同居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开放，但

是该群体所占比重依旧较低，尚不能撬动其他代际群体价值观的明显变化。其次，新生代与传

统世代同居观念上的差异部分是以互联网使用情况为中介机制实现的，互联网作为一个多样

化普及性知识、性话语及性现象的空间，为同居观念的表达与交流、同居现象的展示与呈现提

供了渠道，对互联网频繁而深入地接触使新生代更可能从网络中获取有关婚姻家庭形式的多

样化信息，也会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互联网所建构起的观念体系，从而对于未婚同居往往会比传

统世代持更加开放的态度。

在成长和社会化的关键期，新生代经历了多元价值观念的扩散和社会舆论对传统性观念

的松绑，而互联网这种新媒体形式的普及则使得这些价值观能够迅速传播，也使经常接触互联

网的新生代接受了有关婚姻家庭新形式的洗礼，相比于传统世代有更加开放和多元的同居观

念。随着代际的更替，当新生代不断成长并步入人生新阶段时，其拥有的对同居的包容态度有

助于同居实践在社会上的流行，进而推动我国婚姻家庭形式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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